
一、研究背景与动机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了快速发展，但也有大量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与社会

冲突伴生，社会建构的不足不断凸显，促使政府加快推进社会改革与社会建设。其中，一项重要的

社会改革就是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建设。在各地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激发社会

组织活力”作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一部分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小区服务类社会组

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这祛除了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性门槛。社会组织类型包括民办非

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基金会三类。根据统计，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54.1万个，比

2012年增长了 8.4%。其中，基金会有 3496个，是各类社会组织中增长最高的，比 2012年增长了

15.4%。民办非企业单位增长了11.56%，社团增长了5.5%（杨团，2014）。

珠海是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起步较早的地区，早在2008年8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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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珠海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就支持珠海等市开展社会管理综合改革

试点。截至2013年6月底，珠海市社会组织共有1333家，每万人（按常住人口口径统计）拥有社会

组织约8.42个，已超过广东省确定的2015年每万人拥有5个以上社会组织的规划目标（中共珠海

市委社会管理工作部，2013）。在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制度松动的情况下，珠海市公益慈善类社会组

织近年来获得快速发展，仅2013年到2014年5月，就有24家民间慈善组织直接登记注册(如表1所

示)。

表1 珠海市慈善组织登记情况表

制表说明：官方慈善组织指属于政府直接管理的红十字会；半官方慈善组织是指以政府部门或群团组织为业

务主管单位，进行自我运作的慈善组织；民间慈善组织是指直接登记注册，独立运作的慈善组织。本表资料统计截

止时间为2014年5月。（数据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研究动机

一般认为，慈善事业有助于缓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融合与稳定。特别是在从计划经济转向

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随着贫富分化的日趋严重和社会道德文明的滑坡，慈善事业的发展对构建和

谐社会的积极作用日益明显（邓国胜，2006）。但近几年出现的一系列不利事件，如2011年的“郭美

美事件”带出的红十字会管理乱象，2013年的嫣然天使基金财务风波等，使得慈善环境变得越发复

杂，公众对慈善组织的管理能力、财务公开及服务质量等不断发出质疑。在此背景下，公益慈善事

业健康发展的议题受到慈善组织、政府、专家学者及公众的关注。2011年7月，民政部发布《中国慈

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重点阐述了加快发展慈善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

要目标、重点任务与组织协调。同时，民政部加紧慈善事业理论研究工作，在2013年、2014年开展

了慈善事业创新和发展理论研究课题的立项工作。

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与平台，慈善组织发展的好坏，从微观来看，关系到组织

生存和发展，从宏观来看，关系到慈善事业的成败。我国慈善组织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政府的大力

培育与发展，培育内容包括发展空间政策、资金支持政策、人才支持政策与网络与信息平台政策

（邓国胜，2006）。除了外部政策支持外，慈善组织要更加注重自身组织能力建构（Capacity Build-

ing）。

公益慈善组织是非营利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文献中，人们对第三部门的组织和管理

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尤其关注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建构，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Suarez

& Marshall，2014）。而中国由于发展起步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宏观政策的研究上。但随着

宏观政策的不断完善，尤其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的加大，对非营利组织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然而我国对非营利组织能力建构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都比较缺乏。因此，本论文遂以了解珠海市公

益慈善组织能力建构整体状况，以及不同慈善组织之间能力建构的差异为研究目的进行探究。

类

型

年份

官方慈善组织

半官方慈善组织

民间慈善组织

1988

1

0

0

1999

0

2

0

2003

0

1

0

2006

0

1

0

2010

0

4

0

2012

0

7

0

2013

0

0

18

2014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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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从文献回顾来看，非营利组织在传递社会服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资助者对非营

利组织的服务成本—收益、绩效表现等更加关注，期望非营利组织能够以最小的成本来解决既定

问题。在能力建构逐渐成为资助者与非营利组织常用的高频词时，对能力与能力建构，尤其是能

力建构测量的认识却存在一些争议。

（一）能力及其层次

能力是一个难懂的、触摸不到的概念，它被描述为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是动态的，也是

多面向的（Brown et al，2001; Lyons & Reimer，2006）。从概念上来看，能力是“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

（ability）”（Goodman，1998)。能力建构是一个过程或活动，它有助于提升个体或实体（entity）以实

现既定目标。具体到某些特定的研究领域，其关注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如公民社会文献关注建立

个体与制度之间信任关系的动态过程；可持续发展文献聚焦物质及人力资源的投入与消耗的内在

紧张与权衡；组织层面文献关注在设计与执行能力建构策略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内外部压力及权衡

（De Vita & Fleming，2001）。

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一个完整的能力建构体系可能同时要涉及多个层次，如在健康服务领

域，Lusthaus等(1995) 认为能力建构是一个个体、组织与制度持续改进的过程，其目的在于维持或

提升健康服务有效供给。健康部门的能力建构体现在四个层次，一是健康制度层次，二是组织层

次，三是人力资源层次，四是个体或社群层次，通过改善与提升四个层次的整体能力来达到健康服

务的目标，或者更有效的绩效表现(Lusthaus etal.,1995;Brown et.al.,2001）。类比于健康服务部门，

公益慈善部门能力建构同样要涉及四个层次，需要公益慈善制度、组织、人才队伍及社群参与等层

次的建构。本研究侧重关注公益慈善组织层面能力建构的状况。

（二）组织能力建构

测量甚至定义组织能力都相当具有挑战性(Brinkerhoff，2008；Kuhl，2009)。大多数情况下，组

织能力是被看作是一个潜在的概念（Lyons & Reimer，2006）。从最基本层面来看，组织能力泛指

“有助于或能够使组织完成自身使命的一组属性 (Eisinger，2002) ”，这里的属性类似于使能因素

（enabling factor），通过这些使能因素可以促使组织达成具体目标（Fiszbein，1997；Austin，1994）。

非营利组织试图在复杂的环境中获得成功，就必须要面对内、外部两种广义上的决断。在内

部策略上，组织设计各种管理举措以应对内外部变化，从而产生更大的组织效率、效果及适应性。

如通过财务控制与运营目标的实施，人事政策与流程，理事会治理，长期可持续性，服务扩展等来

提升组织能力(Cordes et al,2000)。内部管理活动可分为规范化和合理化措施，规范化措施主要包

括如发展正式的使命陈述，创设顾问委员会，制定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合理化措施是指采用现代管

理技术如策略规划、年报发布及相关的评估等（Carman，2009；Hwang & Powell，2009；Carman &

Fredericks，2010）。在外部策略上，非营利组织要处理与外部的关系，一是加入更多的专业协会与

行业组织来加强对外合作能力(Huxham &Vangen 2003；Vangen & Huxham 2003)；二是与政府及其

他组织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三是通过获取新的资源来改变组织本身与资助者及政治系统的单一

依赖关系，从而巩固与社区的稳定关系，扩大生存发展前景。具体方式是实施低偿服务以及资源

多样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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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能力建构项目就是通过提升以上内、外两方面的使能因素来改善组织能力，如CCF①示范

项目就是在五个方面向非营利组织提供能力建构训练、技术支持及财务支持等，以期提升组织能

力（Minzner et al，2014）：一是组织发展，理事会治理，存在或运用人力资源、财务、信息技术等系统,

存在或采用具体的政策和流程，财政控制等；二是项目发展，扩展或加强服务传递，项目监控，评估

项目结果等；三是收入发展，多样化资助来源，财务可持续性，捐赠者发展等，四是领导发展，领导

专业职业发展，员工专业职业发展，志愿者训练与发展等；五是社群参与，社群资产盘点，社群参与

水平，社群需求评估运用，经营合作关系。

因此，本文认为组织能力建构就是一个持续不断地改善组织发展、项目发展、收入发展、领导

发展及社群参与的过程，其目的在于提升服务质量或改善绩效表现。同时，组织能力建构的每个

层面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投入（input）、加工（process）、产出（output）及结果（outcomes）四个阶段

（Brown et.al，2001）。能力建构程度的测量可以通过组织在不同层面、不同阶段的努力过程与投入

程度来衡量。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的与问题

本文研究目的在于了解珠海公益慈善组织能力建构整体状况，以及公益慈善组织在能力建构

上的内部差异，通过本研究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珠海公益慈善组织能力建构处于什么样的

水平？有哪些特征？二是不同背景、性质的公益慈善组织之间在能力建构上存在哪些差异？

（二）测量工具设计

本文在构建能力建构测量工具时，参考Minzner等（2014）的测量方法，他们通过设计两类不同

的问题来评估能力建构项目的有效性，一类问题测量“具体的改变”（concrete change），另一类问题

测量“关注的持续性”（continuum of focus）。本研究更多地关注组织对能力建构的努力与付出程

度，因此，在能力建构测量上更多地参照后一类问题的设计方式，同时，再加入一些组织背景变量

就构成了一份本研究的调查问卷。

本文将能力建构划分为组织发展、领导发展、项目发展及收入发展四个维度，并以组织对以上

四个维度的持续关注及投入程度来测量组织能力建构大小。每个维度上选取一些关键性问题来

询问，如收入发展维度上选取“辨识与寻求政府资助的新来源”、“辨识与寻求社会捐助的新来源”、

“辨识与寻求基金会资助的新来源”、“制定募款发展计划”四个问题，每个问题设置五个选项，分别

为“至今还没有考虑过该项内容”、“知道应该这样做，但缺少时间与资源”、“已经制定了计划，但还

没有实施”、“正在按照计划有步骤地去解决它”、“已经做的很好了，不需要关注”。选择第一个选

项赋值“1”，选择第二个选项赋值“2”，以此类推。分值越高，表明组织在能力建构上的投入与努力

程度越大，组织持续发展的潜在能力越强。在组织背景变项上，选取组织成立时间、组织类型、获

取的直接支持、经费来源、税收优惠、专兼职数量及学历结构、理事会作用评价、员工工作胜任程度

等。

① CCF是美国联邦政府支持的最大能力建构项目之一，它的英文全称为“the Compassion Capital Fund Demonstra-

ti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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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收集

本研究对象是指在珠海市社会组织管理局进行登记注册的公益慈善组织。根据珠海市社会

组织管理局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14年5月，珠海市登记注册的慈善组织数量为40家。由于数量

较少，本研究将40家慈善组织全部纳入研究样本中。数据收集透过珠海市社会工作协会会员工作

邮箱发放电子版问卷，由组织自行填答后回传。对于没有覆盖到的公益慈善组织通过珠海市关爱

协会的工作网络发放电子版或纸质版问卷。

四、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收回32份问卷，经核对，有2份珠海市内问卷不属于本次研究对象，予以剔除。在

30份有效问卷中，13份问卷由法定代表人或正、副理事长填答，12份问卷由正、副总干事填答，5份

问卷由项目主管填答。从填答者职务层级来看，83.3%的问卷由组织中层及以上的管理者填答，这

能够较好地反映组织实际运作状况，整个样本基本情况详见表2。

从注册时间来看，14家公益慈善组织在2011年6月前注册成立，占样本总量的46.7%，16家在

2011年6月后注册成立，占53.3%，注册时间范围从2003年到2014年。从组织类型来看，民办非企

业单位16家，占63.3%，社会团体14家，占36.7%，而基金会为0家。这些组织在成立时，获得政府

直接支持的有10家，占33.3%，获得企业直接支持的占4家，获得工、青、妇等群众性组织支持的有3

家，公民自愿结合成立的有7家，获得其他支持的有6家。组织全职员工数量以“5人及以下”为主，

占到63.3%，最少的为0人，最多的为24人。在资金来源上，将政府购买服务作为组织主要资金来

源的占到76.7%，企业资助占到40%，基金会申请和会员会费占到20%，其他资金来源（主要是社会

捐赠）占12.5%，而经营收入仅占6.7%。从资金来源多样性上来看，具有两种及以上主要资金来源

的17家，占56.7%。

表2 样本基本情况描述（n=30）

变量名称

组织类型

直接支持

全职员工

成立时间

组别
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

基金会

政府直接支持

企业直接支持

工青妇等支援

公民自愿结合

其他

5人及以下

6-10人

11-15人

16人及以上
2011/6/17前

2011/6/17后

统计量
11（36.7%）

19（63.3%）

0

10（33.3%）

4（13.3%）

3（10.0%）

7（23.4%）

6（20.0%）

19（63.3%）

5（16.7%）

2（6.7%）

4（13.3%）
14（46.7%）

16（53.3%）

变量名称

资金来源

税收优惠

兼职员工

组别
政府购买

企业赞助

基金会申请

会员会费

经营收入

其他

是

否

5人及以下

6-10人

11-15人

16人及以上

统计量
23（76.7%）

12（40.0%）

6（20%）

6（20%）

2（6.7%）

7（12.5%）

6（20.0%）

24（80.0%）

22（73.3%）

5（16.7%）

0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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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力建构量表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11.. 能力建构量表的项目分析能力建构量表的项目分析

项目分析是以量表题项中的每一个题目为对象，逐题分析其可用程度，它是量表信度与效度

的基础。本文采取极端组检核法与同构型检核法两种方法来对量表题项质量进行检验，极端组检

验法关键是求出每个题目的决断值（CR），将决断值未达到显著水平的题项删除。同构型检验也称

为内部一致性考验，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求出量表各题项与量表总分的积差相关系数，通常要达

到统计显著水平且相关系数最好在.30以上；另一种是判别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具体步骤可参

考吴明隆，涂金堂（2005）的第十七章内容。经分析，公益慈善组织的能力建构量表的项目分析结

果如表2所示：

表3 组织能力建构量表项目分析结果

题项

CB_01

CB_02

CB_03

CB_04

CB_05

CB_06

CB_07

CB_08

CB_09

CB_10

CB_11

CB_12

CB_13

CB_14

CB_15

CB_16

CB_17

决断值（CR值）

6.966***

4.173***

8.222***

4.698***

4.501***

5.789***

5.321***

4.322***

3.207**

3.260**

6.251***

5.094***

7.099***

5.025***

5.772***

5.108***

5.129***

题目与总分相关

.738**

.633**

.775**

.688**

.735**

.747**

.695**

.750**

.498**

.660**

.849**

.751**

.818**

.687**

.695**

.654**

.541**

校正题目与总

分相关

.690

.608

.766

.651

.701

.711

.654

.721

.422

.622

.826

.711

.833

.642

.650

.602

.476

题项删除后的

α系数

.930

.932

.928

.931

.930

.930

.931

.930

.938

.932

.928

.930

.927

.931

.931

.932

.935

备注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删除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删除

***p<.001; **p<.01 总量表的α系数=.935

从表2可以看出，所有题项的CR值都达到了显著水平，不能删除任何题项。所有题项与量表

总分的积差相关系数均在.30以上，也不能删除任何题项。但是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在删除

CB_09题项后变大，在删除CB_17题项没有变化，表示这两个题项与其他题项的同构型较低，予以

删除。

22.. 能力建构量表的因素分析能力建构量表的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的目的在于求得量表的建构效度或构念效度。本文将项目分析保留的15个题目全

部纳入因素分析程序中，第一次因素分析在不设定因素个数的情况下，共抽取到三个共同因素，这

与编制量表时假设能力建构有四个维度不相符。第二次因素分析时，我们根据“先验准则”将因素

个数设定为4，抽取出四个共同因素，但却发现题项归入的因素面与原先量表编制时不一致，且无

法进行解释与命名。在大致不改变原先量表构想的前提下，本文根据因素分析的结果对量表的部

分题目尝试进行删减，经过多次尝试，在删减掉CB_04 、CB_05、CB_06、CB_012四题之后，因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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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抽取的因素与其包含的题项大致符合原先量表编制的架构，最大的不一致在于“领导发展”题项

不存在了，主要是原先设计量表时，该层面设计的题目较少（仅3个题项）。

在对剩余的11个能力建构题项进行主成分分析，采取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素负荷进行正交旋

转，结果显示抽样适当性之KMO值为0.811，表明题项间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根据

先验准则抽取出 4个因素（如表 3所示）。从表 3中可以看出，题项CB_16、CB_14 、CB_15在因素

F1上的因素负荷量最大，这三个题项内容都涉及组织收入，因此将因素F1命名为收入拓展。题项

CB_10、CB_08、CB_11在因素F2上的因素负荷量最大，这三个题项内容都涉及组织服务项目，因此

将因素F2命名为服务延展。题项CB_02、CB_13、CB_03在因素F3上的因素负荷量最大，这三个题

项内容都涉及组织技术规范管理，因此将因素F3命名为技术规范。题项CB_01、CB_07在因素F4

上的因素负荷量最大，这二个题项内容都涉及组织理事会，因此将因素F4命名为理事治理，以上4

个因素解释方差变异量为81.56%。

表4 组织能力建构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

题项

CB_16

CB_14

CB_15

CB_10

CB_08

CB_11

CB_02

CB_13

CB_03

CB_07

CB_01

特征值

解释变异量%

累积解释变异

量%

收入拓展（F1）

.855

.817

.781

.032

.268

.322

.188

.226

.239

.120

.277

5.993

54.482

54.482

服务延展（F2）

.057

.184

.263

.900

.778

.680

.143

.380

.360

.274

.191

1.301

11.823

66.305

技术规范（F3）

.274

.310

.029

.235

.213

.310

.863

.751

.674

.183

.353

.938

8.527

74.832

理事治理

（F4）

.118

.063

.426

.110

.291

.386

.117

.300

.302

.862

.699

.741

6.737

81.569

共同性

.824

.801

.862

.878

.808

.812

.814

.850

.732

.867

.726

探索性因素分析获得的组织能力建构的四个因素与理论预设的维度既存在一致的地方，也存

在不一致的地方。收入拓展与服务延展两个因素对应理论预设的收入发展与项目发展，技术规范

与理事治理两个因素对应组织发展，领导发展由于设置的题目数较少，且部分题目与组织发展维

度有些重合，因此，领导发展维度并没有对应的因素。整体而言，探索性因素分析获得了与理论预

设较一致的结果。

（三）珠海市公益慈善组织能力建构状况及差异性分析

11.. 组织能力建构整体情况组织能力建构整体情况

量表每题得分范围在1-5之间，采用所有题目得分均值代表整个量表的得分水平，整个量表均

值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5。从表4可以看出，珠海市公益慈善组织能力建构量表均值为3.60，标准

偏差为0.669，其中，服务延展维度均值最高（3.88），其次为技术规范维度（3.73），接着是理事治理维

度（3.65），收入拓展维度均值最低（3.17）。数据分析表明，珠海市公益慈善组织在能力建构上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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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服务延展的投入与关注，接近“正在按照计划有步骤地去解决它”的状态，而对收入拓展的投

入较少，处在“已经制定了计划，但还没有实施”的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在技术规范中，公益慈善

组织对财务管理的关注与投入更多，均值达到了4.1，处于“正在按照计划有步骤地去解决它”的状

态。

表5 珠海公益慈善组织能力建构整体情况

维度

收入

拓展

服务

延展

技术

规范

理事

治理

总得分

题 项

CB_14:辨识与寻求政府资助的新来源

CB_15:辨识与寻求社会捐助的新来源

CB_16:辨识与寻求基金会资助的新来源

得分

CB_08:增加组织服务接受者的人数

CB_10:增加服务的数量或种类

CB_11:采取服务新方法，改善服务质量

得分

CB_02:有效配置资源的预算过程

CB_03:有效的财务管理系统

CB_13:形成系统收集服务对象信息的方法，以

改进服务项目

得分

CB_01:理事会成员构成多样化

CB_07:向理事会成员提供信息，以便他们理

解、履行自身职责

得分

个数

30

29

30

29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29

均值

3.47

3.17

2.90

3.17

3.93

3.90

3.80

3.88

3.53

4.10

3.57

3.73

3.53

3.77

3.65

3.60

标准偏差

0.900

0.928

0.960

0.775

0.785

0.662

0.714

0.664

1.042

0.845

0.971

0.828

1.137

1.040

0.911

0.669

22.. 成立时间成立时间、、组织类型组织类型、、政府支持政府支持、、税收优惠与能力建构税收优惠与能力建构

将组织注册成立时间、组织所属类型，是否获得政府直接支持，是否享受税收优惠分别与能力

建构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其结果汇总见表6。从注册成立时间来看，调查样本中最早注册成

立的公益慈善组织是2003年，最晚的是2014年，2011年珠海市放开公益慈善类组织的注册登记，

以该年为登记注册制度分割点来看，2011年前注册成立的公益慈善组织在能力建构各个层面得分

均值都大于2011年后注册成立的，然而独立样本 t检定却显示，2011年前注册成立与2011年后注

册成立的公益慈善组织在能力建设各个维度的得分均值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6 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汇总表

变量

成立

时间

组织

类型

是否政府

支持

是否优惠

享受

取值

2011年前

2011年后

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

政府成立

非政府支持

享税收优惠

不享受优惠

收入拓展
M(SD)

3.44(0.69)

2.96(0.80)

3.24(0.80)

3.12(0.78)

3.13(0.82)

3.21(0.76)

3.33(0.94)

3.13(0.74)

t

1.71

0.36

0.27

0.56

服务延展
M(SD)

4.05(0.34)

3.73(0.84)

4.15(0.54)

3.72(0.69)

3.85(0.57)

3.90(0.74)

4.11(0.54)

3.82(0.69)

t

1.40

1.78

0.22

0.96

技术规范
M(SD)

3.98(0.66)

3.52(0.92)

3.82(0.85)

3.68(0.83)

3.64(0.94)

3.80(0.76)

4.00(0.82)

3.67(0.83)

t

1.54

0.42

0.53

0.88

理事治理
M(SD)

3.89(0.90)

3.44(0.89)

4.18(0.75)

3.34(0.87)

3.69(0.83)

3.62(0.99)

4.00(0.89)

3.56(0.91)

t

1.39

2.68*

0.22

1.05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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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社会组织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三种类型，调查样本中

缺少基金会类型，因此，仅对前两类进行比较分析。从均值比较来看，社会团体类较民办非企业单

位类在能力建构各个维度得分都高，经独立样本 t检定显示，不同组织类型公益慈善组织在理事治

理维度上达到显著水平（t=2.68，p<.05），社会团体类的理事治理得分（M=4.18）显著高于民办非企

业单位类（M=3.34），但在其他维度未达到显著水平。数据分析表明，社会团体类公益慈善组织较

民办非企业类对理事治理的关注与投入更多，但在其他能力建构面向相差不大。

有些公益慈善组织是获得政府、工青妇、事业单位直接支持成立，有些是获得企业直接支持成

立，还有些是公民自愿结合成立。受样本规模所限，本文按照直接支持来源的不同划分为两类，一

类为政府性质的支持成立，另一类为非政府性质的支持成立。经独立样本 t检定显示，获得不同直

接支持的公益慈善组织在收入拓展、服务延展、技术规范与理事治理上都未达到显著性水平。数

据分析表明，公益慈善组织在注册成立时是否获得政府直接支持对于提升其能力建构的作用并不

明显。

从表6可以看出，享受税收优惠的公益慈善组织相比于不享受税收优惠的组织，能力建构各个

维度的均值都大；但是经过独立样本 t检定显示，是否享受税收优惠，在公益慈善组织的能力建构

各个维度上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数据分析表明，享受税收优惠的公益慈善组织较没有享受的组

织在服务延展、技术规范与理事治理上投入关注与努力程度更大，均值都大于等于4，处于“正在按

照计划有步骤地去解决它”的状态。

33.. 资金来源多样性资金来源多样性、、理事会作用评价理事会作用评价、、员工工作胜任与能力建构员工工作胜任与能力建构

将资金来源多样性、理事会作用评价、员工工作胜任分别与能力建构进行双变量分析，其结果

见表6。资金来源多样性与收入拓展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374，p=0.045小于0.05，表示两个变量

间有显著的相关存在，由于相关系数为正，因而资金来源多样性与收入拓展维度之间为正相关，变

量间的决定系数 r2为.1399，表示收入拓展能够被资金来源多样性解释的变异量为13.99%，反之亦

然。数据分析表明，收入来源管道越多，组织在收入拓展上投入的关注与努力程度越大。理事会

成员作用评价与理事治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752，p=0.000小于0.001，表示两个变量间有显著的相

关存在，由于相关系数为正，因而理事会成员作用评价与理事治理之间为正相关，变量间的决定系

数 r2为.5655，表示理事治理能够被理事会成员作用评价解释的变异量为56.55%，反之亦然。

表7 相关分析结果汇总表

变 量

资金来源多样性

理事会作用评价

员工工作胜任

收入拓展
Pearson

.374*

.288

.234

Sig.

.045

.146

.230

服务延展
Pearson

.249

.299

.412*

Sig.

.185

.123

.026

技术规范
Pearson

.320

.321

.551**

Sig.

.085

.096

.002

理事治理
Pearson

.259

.752***

.143

Sig.

.167

.000

.461

*p<.05，**p<.01，***p<.001

员工工作胜任程度与服务延展之间的相关系数为.412,p=0.026小于0.05，表示两个变量间有显

著的相关存在，由于相关系数为正，因而员工工作胜任程度与服务延展之间为正相关，变量间的决

定系数 r2为.1674，表示服务延展能够被员工工作胜任程度评价解释的变异量为 16.74%，反之亦

然。同时，员工工作胜任程度与技术规范之间的相关系数为.551，p=0.002小于0.01，表示两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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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有显著的相关存在，由于相关系数为正，因而员工工作胜任程度与技术规范之间为正相关，变量

间的决定系数 r2为.3036，表示技术规范能够被员工工作胜任程度解释的变异量为30.36%，反之亦

然。数据分析表明，员工工作胜任程度越大，组织在改善服务数量与品质，以及建立技术规范上投

入的关注与努力程度越多。

五、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数据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初步研究结论：

首先，珠海市公益慈善组织具有规模小型化、运作民间化与资金依赖政府化的特点，整体而

言，公益慈善组织对能力建构的投入与关注程度逐步进入“正在按照计划有步骤地去解决它”的状

态，然而，在能力建构的各维度上存在优先级，并未齐头并进，表现出对服务延展与技术规范的关

注与投入大，而对理事治理及收入拓展上的关注与投入少。

其次，由政府直接支持而成立的公益慈善组织，其组织能力建构程度并不一定比民间自发成

立的要强；社会团体类公益慈善组织相对于民办非企业类对能力建构更加投入与重视；公益慈善

组织注册成立时间长，其组织能力建设并不一定会自然而然就高。

第三，发挥理事会成员的作用，提高员工工作胜任力与实施资金多样化策略对提高组织能力

建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以上的研究发现中，可以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对公益慈善组织自身而言，提高组织能力建构不能完全依赖政府，要发挥组织理事会成

员的积极作用，同时加大对员工的工作培训与教育，提高其工作胜任程度。

其次，对政府而言，促进公益慈善组织发展，并不能“一放了之”，放开注册登记制度后，还要为

公益慈善组织创造其他外部条件，如广开资金支持管道，实施公益慈善组织员工能力提升计划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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